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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18亿亩耕地“红线”的划定对中国耕地数量保护成效显著，但要实现保障粮食安

全、促进农民增收的战略目标，更多的研究仍需聚焦在既定资源数量下的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

型上。耕地利用隐性形态包含涉及不同学科的多重属性，其转型规律的刻画需建立在多学科

综合研究框架基础之上。为此，研究结合中国耕地资源管理实践，分析了1949年以来耕地利用

隐性形态转型历程，梳理了分散于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相关研究进展。结果表明，当

前研究在区域性、综合性、多尺度性方面表现不足，这些不足不仅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也弱

化了研究结论在耕地管理实践中的可推广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本文提出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引入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和分析方法，通过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弥补以上不足，并进而从概念

框架、具体设计、实践运用三个层次，逐步深入和细化，提出了中国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研究

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框架，阐述了这一框架的具体应用思路。

关键词：耕地利用；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土地利用转型；多学科综合；研究框架

DOI: 10.11821/dlxb201807004

1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和革新，一段时期内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相对应的区域土
地利用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这种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变被称之为土地利用转
型。土地利用形态包含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两种[1]。显性形态通过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和
空间格局呈现，隐性形态通过质量、产权、经营方式、投入、产出和功能呈现[2-3]。区域
建设用地扩张与耕地收缩更多的表现为土地利用显性形态的变化，但当特定区域耕地在
数量和空间上保持长期不变时，其土地利用依然会随经济社会发展而转型，而这种转型
更多地表现为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趋势性演变。

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涉及多种隐性形态属性的变化。如，耕地产权变动，耕地所
有权由集体转为国家、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耕地承包权从使用权中分离出来、
耕地经营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出来等；耕地经营方式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家一户的
小农经营、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社经营、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近年来持
续发展的耕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等；耕地投入产出的变化，这种变化多表现为伴随经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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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经营规模变化而产生的土地利用效率变化，如地均或人均粮食产量、人均或户均种
植收入、地均生产成本或利润率等的变化；耕地功能的变动，耕地承担着粮食生产功
能、生产活动承载功能、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等，各种功能的主次关系会随区域经济发
展阶段的演进而变化。

土地利用是社会的一面镜子[4]，耕地利用现状及问题反映了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
现状及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耕地资源数量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波动增
长、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明显增加、迅速减少三个阶段[5-6]。为保证粮食安全、缓解耕
地流失，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
要》，将18亿亩耕地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耕地保护红线的设定和基本农田
的划定从数量和空间上对耕地利用做出了保护，但要完成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民增收
的战略目标，更多的研究仍需投放在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上。自1987年中央5号文件
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稳妥地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以来，耕地利用隐性
形态发生着由慢至快的转型，这些转型在原有耕地基础上，从产权结构[7]、经营方式[8]、
资源利用效率[9]、土地功能演变[10]等多个方面影响着当前的农业发展和农村面貌。

耕地具有多重属性，其作为一种自然资源而具有自然属性，作为一种农业生产要素
而具有经济属性，作为一种土地利用权力载体而具有资产属性，作为一种农村社会保障
而具有社会属性。因此，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研究包括涉及质量、产权、经营方式、
投入产出、效率效益等内容的多个学科。当前关于耕地利用显性形态的研究较为多见[11-13]，
而隐性形态方面的研究较为鲜见[14-15]。但相比前者，隐性形态研究与土地资源管理关系更
为密切[2]，其演变规律的揭示与刻画对土地资源管理创新实践具有重要作用，也对土地利
用转型理论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结合1949年以来的耕地管理实践梳理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历程，深入总结当
前相关研究进展，分析当前分散于不同学科的研究不足，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耕地利用隐
性形态特点以及不同学科的研究优势，提出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框
架和可能的研究问题。

2 相关研究进展

现有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研究散见于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由
于中国实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耕地在权属、功能和经营规模上具有特殊
性，同时耕地资源稀缺且地域差异明显，这共同导致了中国特色的耕地利用特点和问
题。尽管中国的土地利用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相关
研究多来自中国学者，这些研究以视角多样、内容分散为特点[16]，而国际研究则侧重不
同国家农业生产中耕地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反向关系”研究[17]。从研究主题看，现有耕
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研究主要涉及经营模式变化、经营主体变化、经营绩效评价和适度
经营规模探索四个方面。其中经营模式的演变在中国常以相关政策的颁布为节点，并与
经营主体的发展相伴而生；经营绩效评价源于农业生产管理的需要，而适度经营规模探
索多源于相关农地利用政策的决策需求，经营绩效是确定适度经营规模的重要参考，但
后者还需考虑耕地数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
2.1 经营模式变化

耕地经营模式变化涉及产权（使用权、承包权、经营权等）和经营方式（个体、集
体、流转、规模经营等）等属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源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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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一些学者认为，当前世界农业技术进步表现为两种形式：
① 机械技术进步，表现为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② 生物化学技术进步，表现为生化技
术替代土地和劳动力，不同国家因资源禀赋不同而主要表现形式不同[18-19]。以美国为代表
的人少地多、劳动力数量相对不足的国家，多采用第一种方式；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
少、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多采用第二种方式。中国从整体来看人多地少、耕地稀
缺，但因国土范围广、区域分异明显，耕地经营模式的变化不宜一概而论。虽然大部分
学者认为农业生产应朝着土地节约型的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方向发展[20-21]，但在中国东北
和新疆等部分耕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依然存在土地集中连片的相对大规模经营。当
前，中国耕地经营模式的出现条件可分为内生动力条件和外缘环境条件：伴随城乡经济
发展，发达地区率先孕育了丰富的乡镇企业，农村劳动力一定程度上从农业转移至其他
产业[2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不断提高，进而自发
地实现了更大地域范围上的非农转移[19]，为经营模式演变提供了内生动力条件；而农业
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生物化学技术的广泛应用[22]，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和农地权利的完
善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经营模式变化的孕育与推动提供了外缘环境条件[7]。

1949年以来，耕地经营模式的转变多以相关政策的推出为节点（表1）。适度规模经
营的推行过程需要明晰的土地流转规定，2000年以来多项文件的出台致力于此[8]。2001
年中央出台《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明确指出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依
法、有偿”原则。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提出土地承包经营
权流转可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2005年农业部颁布《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并使其进入法律轨
道。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
保留以上规定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
主体”。

表1 1949年以来耕地经营模式演变与政策节点
Tab. 1 The operation mode evolution of Chinese farmland and its policy nod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时间

新中国成立初期

农业合作化时期

1982年

1986年

1993年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2013年

2014年

2017年

事件

开展农村土地改革

成立人民公社

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尝试包产到户；
中共中央发布第1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

第5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

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

中央强调农业产业化

中央1号文件

中央1号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

耕地经营模式

耕者有其田的分散经营模式。

土地集体所有、集中经营的模式[7]。

确定了包产到户经营模式的合法性，确定了家庭
联产承包的生产经营模式。

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尝试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和
大城市郊区推行适度规模经营[23]。

耕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允许少数地区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允许通过转包、入股等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提出并发展了以工商企业为拉动的农业经营模式。

提出了引导和限制涉农工商企业的政策，鼓励发
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将之前由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的大规模耕地切割转
换为较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进行管理，发展适度规
模经营。

提出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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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的出台常常引起耕地产权的微调。虽然中国整体的耕地产权制度具有相对
稳定性，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耕地实际生产经营活动对调整耕地
产权结构以释放农业生产效率的需求愈发强烈和迫切。为适应这一需求，相关政策陆续
出台，推动了耕地产权的持续完善。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两次农村改革方
面的重大制度创新。第一次为1978年后在农村广泛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将土
地权利分设为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这一划分极大
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当时的温饱问题。第二次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的推行，具体指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
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
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培育新
型经营主体，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这一调整将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起到极大的推
动作用。在这两次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之间，包含多次微调，微调的目标涉及稳定农民承
包权、保障农民收益、为农地流转排除障碍、提高农地使用和农业生产效率等方面。
2.2 经营主体变化

伴随耕地经营模式的演变，其经营主体依次由小农户、公社集体、农户家庭逐渐演
变为目前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存的阶段。新型农业主体主要包括家庭农场、中坚农
民、合作社和涉农企业四类。

涉农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源于1990年“农业企业化”政策的推动。但这种经营主体在
实际运营过程中，因难以解决劳动监督问题、难以应对自然风险、盈利困难等原因，在
发展后期逐渐演变成由代管户分片经营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进，进一步演变为“公司+
家庭农场”的形式，间接催生了“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家庭农场受多种优惠和扶持政策的共同支持和推动，数量不断增加，并受到了更多
研究关注[24-28]。家庭农场的形成与壮大需要以劳动力市场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社会
化服务制度的成熟和完善为基础[29]。有学者从生产经营角度提出了家庭农场的优越性，
认为家庭农场不仅拥有家庭成员特有的生产积极性，还可以发挥企业的市场经营性，是
一种融合家庭经营与企业经营双重优势的新型生产经营形态[29]。也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
分析了家庭农场的必然性，认为农民、村集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农地合理规模的
形成逻辑不同，以上逻辑构成一种张力并指向能够均衡不同主体利益需求的家庭农场[30]。
同时，家庭农场是中国家庭经营制度的继承和完善，其符合政府和农民的共同利益，且
更易于增加农民收入，因而具有可持续性。为规避涉农企业因规模过大而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许多研究就家庭农场的合理规模进行了集中探讨，这些探讨涉及资源
背景[31]、制度变迁[32]、经济发展阶段[33]等角度。尽管研究视角不同，但学者一致认为家庭
农场合理规模的确定，应结合其自身发展规律，与区域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
发展阶段相协同。

相比涉农企业和家庭农场，中坚农民这一主体在经营规模上小得多，但其早已突破
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农户”范畴。从生产经营角度，学者认为相比小农，中坚农民
会更加积极地购置农业机械，其经营规模可以保障农机的满负荷工作效率，且在种子、
农药、化肥等农资的选择上更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在当前城镇化背景下，多种资源要素
不断流出农村、流向城市，中坚农民阶层的扩大，有助于保持农村的基本秩序[34]。从乡
村发展的角度，有学者指出中坚农民“是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最热心的倡导者，是
村庄人情往来最热情的参与者，是农业新技术、耕作新方法最主动的采用者，是村庄社
会秩序最有力的维护者”，因此中坚农民是参与农村事务、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主体[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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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者从学术角度肯定了中坚农民的重要意义，但这一经营主体在现实发展过程中却
并未得到足够的支持。而从培育乡村发展主体、稳定乡村社会发展环境的角度出发，对
中坚农民这一经营主体的扶持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相比企业、家庭农场和中坚农民，合作社在经营规模和运作模式上较为模糊。其在
规模上，可小至1个自然村，大至多个社区组合。有学者将基于合作社的经营运作形式
总结为 3种：①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形式，指村集体以合作社名义与流通、加工环节
企业合作，组织社员进行订单生产；② 农民专业合作社+租赁经营形式，指合作社按约
定支付租金取得社员一定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外包生产；③ 股份+合作形式，
指农户携地入股，由合作社集中使用，转租给种田能手和龙头企业[36]。合作社经营往往
以村集体范围内的耕地和劳动力资源为组织对象，其形成与发展过程对村域能人的领导
组织能力和服务意识要求较高，其运营过程中的秩序维护和规则推行需建立在强有力的
基层领导队伍基础上。
2.3 经营绩效评价

伴随经营模式和经营主体的演变，现实耕地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对经营绩效的评
价需求。为满足这一现实需求，学者们对耕地经营绩效开展了广泛的评价研究。这些研
究主要集中于因耕地经营规模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效率（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成本
利润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生产率）或规模效益差异。

中国学者结合耕地经营规模变化从多种角度进行了耕地经营绩效评价研究。近年
来，针对规模效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评价较多，但针对成本利润率、全要素
生产率[37]和技术生产率的评价相对较少[38]。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生产不存在显著
的规模效益，即随耕地等投入要素的同比例增加，单位投入所增加的产出数量不变或减
少；但存在规模经济，即规模增加有助于节约生产成本、提高总收益[21, 39]。多数研究结
果显示，随耕地经营规模扩大，土地生产率（地均产出或产量）不变或降低，但劳动生
产率（劳均收入或产量）显著提升[39-40]。有学者分析了以上不同指标间的相互联系，认为
小农户在二元分割的要素市场条件下，缺乏非农就业机会而倾向于以劳动力代替土地，
不计自身劳动成本形成自我剥削，造成了土地生产率与耕地规模的负向关系，以及劳动
生产率与耕地规模的正向关系。同时，劳动与土地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造成了全要素生
产率与耕地规模的不相关[41]。

国际上耕地经营绩效的评价早于中国很多年，其研究侧重于耕地经营规模与生产率
间“反向关系”的实证检验与原因探索。Sen在1962年从印度的生产实践中发现小农户
较大农户具有更高单位面积产量，于是提出了小农户是否更有效率的疑问[42]。Bardhan从
土地生产率和规模报酬两个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耕地经营规模与生
产效率间存在反向关系，并推测导致这种关系的原因可能是土地与劳动力要素市场的不
完善[43]。自此拉开了“反向关系”研究的帷幕，学者从多种角度对这一研究议题进行了
扩展。有学者将研究案例从印度 [44- 46]扩大至哥伦比亚、马来西亚、菲律宾 [47]、巴基斯
坦[48]、卢旺达[49-50]、赞比亚[51]、乌干达[52]、巴西[53]、尼加拉瓜[54]、墨西哥[55]、中国[56]等更多
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57-58]、澳大利亚[59]、西班牙[60]等少数发达国家；有学者将生产效率
指标从土地生产率[44-45, 51, 61-62]扩展至劳动生产率[63]、技术效率[54, 57, 60]、全要素生产率[47, 53]和
规模效益[43, 61]；有学者尝试从多种角度对反向关系进行解释，如土地、劳动力要素市场
的不完善[43, 45, 50, 54, 64]、土地质量差异[56, 63-65]、农户个体差异[44, 46, 48]、土地测量误差[52, 64]、技
术水平差异[54]、土地租赁状况差异[49]等。总的来看，尽管也有“无关系”[56]、“正向关
系”[50]、“非线性关系”[54]等情况的存在，但“反向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强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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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43-44, 50, 52, 64]；尽管学者对耕地规模与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差
异较大[53, 55, 57, 60]，但对耕地规模与土地生产率间“反向关系”[43-44, 56, 64]，以及耕地规模与劳
动生产率间“正向关系”[63]的结论相对一致；针对“反向关系”的产生原因，尽管有学
者对市场不完善和土地质量差异的解释能力表示怀疑[65]，但多数研究显示，相比农户差
异[44, 46, 48]和测量误差[52]等其他原因，其对“反向关系”的影响具有更强的理论基础和实际
解释能力[45, 54, 64]。

基于长期的研究和发展，农地经营绩效的评价研究已相对成熟，其以生产理论、规
模报酬理论等经济理论为基础，以传统经济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为手段，以实地调研数
据和统计数据为依据，开展了广泛的实证研究。鉴于此，学者常借鉴绩效评价的手段和
方法，分析新的研究议题，如借鉴绩效评价的分析手段探索适度经营规模。
2.4 适度经营规模探索

耕地的适度经营规模问题是中国国情下特有的研究问题。在耕地资源禀赋方面，中
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少；在耕地管理与利用方面，既存在
地方政府盲目采用行政手段推行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造成失地农民的现象，也存
在农业劳动力大规模非农化、耕地弃耕撂荒、威胁粮食安全的现象。学者对耕地适度经
营规模开展了广泛的定性分析和定量测度。但应注意的是，中国的适度经营规模问题，
不单是一种基于经济生产效率的定量研究，更是一种基于现阶段经济发展背景，耦合农
业发展、技术水平、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的综合研究。

从定性的角度，基于农户层面的分析显示，适度规模的上限是依靠家庭劳动力就能
耕种的最大耕地面积，下限是根据农业劳动力数量平均分配耕地的面积[66]；基于农村层
面的分析显示，为保护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耕地经营的最小规模应以经营者的年
收入不低于当地农村平均收入水平为界，最大规模应以满足农业劳动力（未发生非农转
移）就业需求为界，而耕地经营的适度规模介于两者之间 [22]；基于整体层面的分析显
示，耕地适度经营规模应与自然、经济、社会和技术条件相适应，其大小受资源禀赋、
经营环境、生产力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等多种因素影响，有学者结合当前中国实际给出了
全国平均适度规模的计算公式及其适用于不同区域的修正方法[67]。

从定量的角度，学者结合计量回归模型、生产函数模型、投入产出分析等模型和方
法进行了适度规模的具体测度。这些研究既包括全国层面的整体分析[9, 68]，也包括省级层
面的局部分析[69-70]，既有考虑粮食整体生产情况的综合分析[68]，也有针对不同粮食作物的
具体分析[71]。研究使用数据主要包括，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全国农村
固定观察点数据[72]、专门针对具体研究问题开展的入户调查数据[73]。

其中，在全国层面，有研究从粮食生产角度，结合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农村住户调查
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分别以人均收入、人均粮食产量和地均粮食产量最大化为目标，最
优耕地经营规模区间分别为131~135亩、234~236亩、616~619亩[68]。有研究从水稻生产
角度，结合中国22省1552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使水稻产出水平最大化的
农户最优经营规模在80~120亩之间，使水稻生产利润最大化或平均成本最小化的农户最
优经营规模在80亩以上，为满足保障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的双重目标，应取以上交
集（80~120亩）作为适度经营规模[71]。有研究将分析角度扩展至经济作物，结合全国农
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发现，粮食作物的土地生产率在规模为10~20亩时最高，经济
作物在6~9亩时最高，可分别作为其适度经营规模[72]。

在区域层面，有学者借助黑龙江省1000户的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分析发现，当前技
术水平下，玉米、水稻和大豆的适度经营规模分别在 60~115亩、15~30亩和 30~6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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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模是保证粮食产量和保障农民收入的最优规模的交集[69]；有学者借助武汉地区的
农户调查数据，以生产利润最优化为目标，分析得到当地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应在
17~21亩，但现实耕地规模远小于这一规模[70]。以上研究分析过程也间接反映了耕地产出
与经营规模间的“反向关系”，但学者认为这是当前技术水平下的对应结果，未来农业科
技进步的正效用有可能对冲甚至反超这种“反向关系”带来的负效用[68]。另外，关于适
度经营规模的区域差异分析并不多见，有学者借助中国不同区域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数据，对不同地区土地生产率与土地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未能结合各区域特
点对不同地区的适度规模问题进行深入探讨[72, 74]。

以上研究得到的适度经营规模并不相同，这既源于分析角度、所选指标和数据来源
的不同，也源于耕地经营的自身特点。耕地经营的适度规模与自然、经济、社会和技术
等多种因素有关，其大小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劳动者素质、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程度、耕地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发展程度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因此
适度经营规模问题的探讨需因时、因地制宜。
2.5 研究不足及地理学视角的补充

当前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特点研究分散于不同学科中，但在地理学研究所倡导的
区域性、综合性和多尺度性方面表现不足。

（1）区域性。土地具有多重属性，耕地生产经营涉及土壤、温度、降水、光照等多
种自然因素，以及资金、劳动力和技术投入等多种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以上自然因素具
有地域分异性，而社会经济因素随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也各不相同。忽略区域性容易
导致片面的研究结论，如在以上“反向关系”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认为这一关系源于对
耕地质量变量的遗漏和对要素市场考虑不足。即现有研究未能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土地质
量的差异，也未能区分不同区域劳动力市场成本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反向关系的研究结
论。这种问题源于对地理学研究中区域性的忽视。

（2）综合性。耕地利用和农业生产活动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等多个系统，耕地利
用转型是一项受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过程。但目前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研究仅限
于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甚至社会系统也未能充分考虑。在经营绩效和适度规模分析
中，选取指标较为局限，集中于投入产出等经济指标，而未能对劳动力状况、土地对社
会保障功能的负担状况等社会因素予以考虑。现阶段耕地的不合理使用造成了严重的农
业污染问题，但在经营模式选择、适度规模确定过程并未体现对环境因素的考虑。以上
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有研究结果在实践推行中的可持续性。

（3）多尺度性。现阶段用于定量分析的基础数据，多为微观尺度的农户调查数据，
因此获取的评价结果和分析结论也多服务于农户层面的管理需求。但耕地资源管理决策
的出台和下达是分层级的，不同层级行政单元的土地资源管理目标不同。全国尺度的管
理以宏观目标和总体把控为主，随着管理尺度的降低，管理目标逐渐细化、管理深度增
加，农户是最为微观尺度的管理主体，农户层面的资源管理特点以因地制宜地具体执行
上一级别的管理目标为主。因此基于微观农户调查所得的结论，需随管理尺度提升，结
合不同尺度的其他信息（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劳动力状况、农业基础条件等）进行综合
提炼，以满足耕地资源管理的实际需求。

鉴于以上不足，可尝试在现有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地理学
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手段，弥补现有研究在空间、区域和尺度方面的不足。地理学是一门
以综合性和区域性见长的学科[75]。地理学研究注重系统性，分析研究对象的时空格局与
过程机理的同时，侧重不同尺度作用规律的揭示。地理学分析方法能较好解决需要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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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综合性和多尺度性的研究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学通过地理分异以“格
局”来表现区域性，以地理现象的时空演变来刻画“地理过程”，但地理学综合研究以格
局研究见长，过程研究不足[76]。因此，具体研究问题的深入探讨需建立在多学科互补的
综合研究基础上。

3 多学科综合研究框架

3.1 多学科综合研究概念框架
不同学科间的衔接需以理论借鉴为基础，以方法衔接为手段，以软件技术、数据格

式对接为桥梁，以对结果的多角度分析和深入挖掘为目的。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本，不
同学科理论的相互借鉴可以为问题的分析提供方向和指引。方法上，不同学科具备各自
擅长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各有利弊，如地理学擅长空间分析、系统分析，但缺乏对分
析结果的检验机制；计量经济学擅长因果分析、统计检验，但缺乏不同空间尺度下多要
素的综合分析机制，因此二者可以相互补充。技术上，既定研究方法需要通过对应的软
件技术、数据获取技术和分析技术加以实现，研究过程中需要根据技术上的可行性对选
取的研究方法进行适当调整。结果上，通过不同学科分析技术的对接，可以得到更多维
度的分析结果，同时基于不同学科的分析角度，可对这些结果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和立
体的分析。在整个分析流程中，理论的相互借鉴和发展完善是结果分析的基础，没有理
论指导而就数据论数据的分析结果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同时严谨的分析结果
和研究结论对于理论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为理论的发展源于实践，理论是
对实践过程中诸多个别现象的一般总结（图1）。

3.2 多学科综合研究总体设计
在以上概念框架指导下，具体设计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研究涉及学科的综合研究

框架（图2）。
在理论层面，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研究主要涉及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

学等学科理论。不同理论可以研究问题为导向尝试初步的借鉴和融合，如研究中国耕地
经营的适度规模问题，可以地理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分别勾勒不同区域的
自然要素地域分异规律和社会经济要素分异特点，然后以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和生产
理论为基础，对具体区域开展具体定量分析，以探索因地制宜的适度规模。

在方法层面，地理学擅长空间分析方法，经济学擅长计量、投入产出等分析方法，
管理学和社会学常用定性的逻辑推演方法和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以上方法可以相互补
充，以满足时间（阶段）、空间、数量等多维度、多角度的分析需求。如分析具体地区的
经营模式选择问题，可以从管理学和社会学角度对当地政策、资源禀赋、主体特征进行
定性分析和逻辑推演，获取备选方案，然后基于实地调研数据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定量测

图1 多学科综合研究概念框架
Fig. 1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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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以确定最终方案。
在技术层面，包括不同分析软件和不同分析数据的双重对接。通过GIS相关软件进

行空间分析，获取初步分析结果，导出SPSS软件可以读取的SAV格式数据可实现对空间
信息的统计分析；导出Stata软件可以读取的DTA格式数据可实现对空间信息的计量分
析；导出MATLAB可以读取的DAT格式数据可实现对空间信息的数学优化分析等。

在结果层面，可通过统计分析获取不同要素间的统计关系（如相关、对偶），通过计
量分析获取不同要素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数学优化分析研究不同限制条件下多种要素投
入比例间的优化关系，通过投入产出分析获取资源投入与经济产出间的关联关系，通过
博弈分析获取不同活动主体决策的均衡状态等。基于以上多手段、多维度、多角度的分
析，可获取对研究对象发展现状、演变规律、未来优化方向的综合认知。
3.3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框架

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涉及：不同时间或不同阶段的耕地利用
隐性形态是怎样的？不同地区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格局是什么？不同耕地利用隐性形
态间的转换机制是什么？不同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会引起何种经济效应、社会效应、
环境效应？以上问题涉及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多种学科相互配合可从
不同维度完成研究问题的综合分析。而要回答既定区域、既定时期应该采取何种耕地利
用转型、应该通过何种措施予以引导和保障实施的问题，需从时间（阶段）、空间和数量
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图3）。其分析过程如同在立方体中寻找一个满足三维条件的
点。当仅考虑单一维度时，即使该维度信息十分精确，也只能将所得结论具体至一个平
面；当考虑两个维度的信息时，所得结论得以进一步准确至一条线，但仍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只有综合考虑三个维度的综合信息时，才能获取针对性强、可靠的研究结论。

比如，计量经济学擅长数量分析，但若仅从数量维度分析不同经营规模的生产效

图2 多学科综合研究具体设计
Fig. 2 The specific design of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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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忽视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差
异、不同经济阶段要素市场水平
等因素，将导致“正向”“负
向”“非线性”等多种不同结论
并存的状况。现阶段即使是拥有
较强实证基础的“反向关系”，
也存在较大争议，部分学者认为

“反向关系”不是一种客观规
律，而是因为分析过程中忽视了
要素市场的不完善[48]，也有学者
认为是遗漏了重要的自然差异变
量造成的[56]，还有学者否定以上
原因支持这种规律的存在[52]。之
所以出现如此多的观点，是因为
其分析过程未能在统一框架下进
行综合考察，导致了所得结论的
片面性。再如，地理学擅长空间
格局分析，但若仅从空间维度进行气候条件、土壤状况、劳动力状况、农作物种植特点
等状况的分类和区划，并不能有效探测到耕地转型的具体过程，也不能将既定转型模式
结合农业生产中的数量规律有效落实到实践操作中。因此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研究需
要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

管理学可从时间（阶段）轴上，为研究提供宏观时间（阶段）背景。如随技术进
步、制度变迁，相关耕地利用和农业生产政策发生了怎样的更替？耕地产权产生了何种
变动？耕地经营模式和经营主体如何演变？以从时间（阶段）维度将研究问题具体至一
个平面，使问题界定更为清晰。

地理学可从空间轴上，为研究提供区域背景。如随着自然地带变化，光温水土等自
然因素的空间演变规律？耕地资源丰富程度、耕地质量和耕作制度的空间分异？耕地生
产功能、生态功能的空间布局？农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转移格局？农业发展水平的空
间分异？明确研究对象的区域特征，可进一步将研究问题从平面具体至一条直线。

经济学可从数量轴上给出更为准确定位。如在政策背景、发展阶段和自然经济特征
相对均一的既定区域内，结合农业生产特点，分析随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经营主体等
条件不同，其对应地均（或户均、劳均）生产效率（实物或价值）、技术效率、全要素生
产率等指标的变化特征是怎样的？明确数量轴上的具体位置后，便将研究问题进一步具
体到了直线上的某一点，这样所得出的结论将更为具体、可靠。

4 结论

当前中国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的确定从数量上对耕地资源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但要实现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目标，更多的研究仍需投放在既定资源条
件下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的研究中。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具有多重属性，因此耕地利用
隐性形态转型研究涉及包括耕地质量、产权、经营方式、投入产出、效率效益等内容的
多个学科。

图3 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框架
Fig. 3 The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ramework of

recessive farmland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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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经营模式、经营主体、经营绩效、适度经营规模四个方面，结合耕地管理实
践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深入总结了现阶段分散于管理学、
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进展。伴随耕地利用相关政策的颁布，中国耕地经营
模式经历了由“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经营、农业合作化经营、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家庭
联产承包经营逐渐到目前的适度规模经营模式的探索阶段，其经营主体经历了由小农
户、公社集体、农户家庭逐渐到目前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中坚农民、合
作社和涉农企业）并存的阶段；伴随经营模式和经营主体的演变，耕地经营规模具有扩
大趋势，国内外经济学者针对耕地经营规模的生产效率开展了系统的评估研究，中国学
者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国情开展了丰富的适度经营规模探索，但研究结论并不统一。

当前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相关研究以角度多样、内容分散为特点，且在区域性、
综合性和多尺度性方面表现不足。因缺乏区域性，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样本在自然背景
和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上的不同，导致所得结论因样本、指标、角度的不同而不同，缺乏
可比性，也缺乏因地制宜的可推广性；因缺乏综合性，现有研究结果侧重耕地的经济效
益，而忽视了耕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以及耕地利用过程中环境效应问题，因而研究
结果在实践推行中缺乏可持续性；因缺乏多尺度性，现有研究多为农户层面的微观分析
结论，缺乏对不同尺度信息的分析和规律的提取，难以满足不同层级耕地资源管理的需
求。基于以上不足，研究提出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引入地理学的研究思想、分析方法和分
析手段，以相互补充开展基于多维度、多视角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研究从三个层次不断深入和细化，逐步提出了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的多学科综合
研究框架。在概念框架层次，明晰了以“理论借鉴—方法互补—技术衔接—结果分析”
为主线的多学科融合路径；在总体设计层次，尝试以问题为导向，探讨了地理学、管理
学和经济学在研究理论、分析方法、软件对接、数据融合、结果挖掘方面的可能综合方
式；在实践运用层次，从时间、空间、数量三个维度构建了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研究
的多学科综合研究框架，并具体阐述了多维度立体综合分析的理论思路，以及不同学科
在对应维度可能回答的问题。

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多重属性，构成多维信息空间。耕地利用隐性形态的具体刻画
如同在多维信息空间中定位一个满足不同维度条件的点，当同一区域不同时间（阶段）
的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被依次定位出来后，其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规律的揭示过程如同
在此空间内寻求一条串联以上点位的具体曲线。能够获取的信息维度越多，定位就越准
确，而不同维度信息的刻画需要依靠不同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这便是耕地
利用隐性形态多学科综合研究框架构建的必然性[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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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amework of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recessive farm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QU Yi1, 2, 3, LONG Hualou1, 3, 4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Center for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farmland red line" management has made major achievements in the
quantitative protection of Chinese farmland. However, the increase of grain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peasants' incomes still calls for more researches concentrated on the
recessive farmland transi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ources endowment. The recessive
farmland morphology has multi- properties referri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So the study of
farmland transition needs a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ramework. This paper
drew an outline of the farmland transition in China since its founding, and made an in-depth
literature review from multi-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management,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revious research shows an inefficient performance from the aspect of locality,
integrity and systematicness. The shortcomings above may weaken its application due to lack
of popularization and operability. So the authors argue that, geographical ideology and
analytical method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current researches on recessive farmland
transition. And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to make up
the existing deficiencies. Ultimately, from the conceptual level, the overall design level,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leve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recessive farmland transition, and illustrates a concrete application from the
problem-oriented perspective.
Keywords: farmland use; recessive land use morphology; land use transition; multi-
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research;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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